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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睛效应不稳定与感知规范：一个新视角* 

时慧颖  汤  洁  刘萍萍 

(中国科学院心理健康重点实验室(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北京 100101)  

(中国科学院大学心理学系, 北京 100049) 

摘  要  眼睛效应指人们面对眼睛或类似眼睛的图案时会发生行为改变的现象。但是, 眼睛效应的稳健性备

受争议, 主要有 4 种观点：促使人们更亲社会、更遵守社会规范、降低反社会行为、无效果。结合规范错觉

和创新扩散理论, 基于感知规范的视角, 当感知亲社会规范流行程度较高时, 眼睛效应既会“促进亲社会行

为”或“促进人们遵守社会规范”, 也会“降低反社会行为”; 但当感知亲社会规范流行程度较低时, 眼睛效应对

一些反社会行为“无效果”; 当规范错觉较大且无规范干预时, 眼睛效应同样对一些反社会行为无效果。因此, 

将以上 4 种争议观点整合为“不同感知规范条件下的眼睛效应”, 揭示了眼睛效应不稳定的原因, 为未来实证

研究和实践应用提供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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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号  B842 

1  引言 

眼睛效应(watching eyes effect)指当人们面对

眼睛或类似眼睛的图案时, 会产生类似于被真人

观察的感觉, 从而发生行为改变, 且这种改变往

往是亲社会的(Haley & Fessler, 2005)。亲社会行

为指个体自愿使他人受益的行为 (Eisenberg & 

Miller, 1987)。在环境中放置眼睛图片时, 人们会

变得更慷慨(Panagopoulos, 2014a; Powell et al., 

2012), 更多参与投票 (Panagopoulos, 2014b), 更

愿意参与献血(Sénémeaud et al., 2017), 把更多的

枯燥任务留给自己(Manesi et al., 2016), 在卫生间

更多地洗手(Pfattheicher et al., 2018)等, 即眼睛

线索促使人们更亲社会或更遵守社会规范。社会

规范(social norms)指群体理解的行为准则, 该准

则规定了可以或不可以做什么 , 来引导或约束

个体的行为(Cialdini & Trost, 1998)。大部分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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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具有亲社会性(下称：亲社会规范), 如捐赠、

不乱扔垃圾、保护环境等; 但是有一些社会规范

的亲社会水平较低 , 甚至具有反社会性, 如电影

《盲山》中村民认为收买被拐卖妇女是合理的

(赵世佳, 2009)。除了促进亲社会行为及遵守社会

规范, 眼睛线索也会显著减少反社会行为, 如偷

自行车(Nettle et al., 2012)、乱丢垃圾(Bateson et 

al., 2013; Bateson et al., 2015)、逃票(Ayal et al., 

2021)等。 

然而, 不少研究质疑眼睛效应与亲社会行为

之间的关系。如 Nettle 等人(2013)的元分析发现, 

眼睛线索不能促使被试在独裁者博弈 (dictator 

games)中做出“给对方更多金额”的亲社会行为 , 

而是促使被试更加愿意遵守“给出一些 , 但不要

太多”的社会规范。与 Nettle 等人(2013)的发现不

同, Northover 等人(2017)的元分析发现, 在包括

独裁者博弈、公共物品博弈(public games)、社会

折扣任务(social discounting task)和慈善捐赠等更

多研究中, 眼睛线索既不能促使人们分配更多金

额 , 也不能促使人们遵守“给出一些 , 但不要太

多”的社会规范, 即未发现眼睛效应。另外, Dear

等人(2019)的元分析认为, 眼睛效应并非不存在, 

只是不能稳定地促进亲社会行为, 但可以稳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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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反社会行为。反社会行为是指违反社会公认

的主流行为规范, 损害社会和公众利益的行为(林

崇德 等, 2003)。Dear 等人(2019)将不诚实纳入到

反社会行为, 但是不少研究表明, 眼睛线索虽然

整体降低了反社会行为, 但不影响其中的不诚实

行为(Cai et al., 2015; Mol et al., 2020; Petisca et al., 

2020; Pfattheicher et al., 2019)。 

综上, 眼睛效应的稳健性备受争议。争议主

要包括四种观点：促使人们更亲社会、更遵守社

会规范、降低反社会行为、无效果。为了解决争

议, 研究者设计了一系列实验要求被试在遵守社

会规范与实施亲社会行为之间做出选择, 然而结

果依旧备受争议, 如 Oda 等人(2015)发现眼睛效

应促使人们更遵守社会规范而不是更亲社会, 而

Bateson 等人(2013)和 Fathi 等人(2014)发现眼睛效

应促使人们更亲社会而不是遵守社会规范, 另外

Bruderman 等人(2015)未发现眼睛效应。 

为此 , Kawamura 和 Kusumi (2017) 提出 , 

Bateson 等人(2013)和 Fathi 等人(2014)未做社会规

范的操纵检验, 其对规范的干预未必有效, 因此

该两项研究的结论“眼睛效应不能促使人们遵守社

会规范”是不严谨的。Kawamura 和 Kusumi (2017)

通过请被试回答“你觉得其他人平均捐赠多少？”

的问题来测量感知规范(perceived norms), 以检验

社会规范操控的有效性。结果发现, 眼睛线索仅

在高捐赠水平感知规范 (认为其他人平均捐赠

30%的被试费)下能提高被试的捐赠行为; 但在低

捐赠水平的感知规范下(认为其他人平均捐赠 3%

的被试费), 眼睛线索无法提高被试的捐赠行为。

换言之, 当亲社会水平的规范感知较高(30%)时, 

眼睛效应促进亲社会行为或遵守社会规范; 而当

亲社会水平的规范感知较低(3%)时, 眼睛效应促

进遵守社会规范但不是亲社会行为。这表明无论

亲社会水平的规范感知高或低, 眼睛效应都促使

人们遵守社会规范, 其中当亲社会水平规范感知

较高时, 遵守社会规范与促进亲社会行为才是一

致的(Kawamura & Kusumi, 2017)。因此, 在有干

预的研究中 , 使用操纵检验方法测量感知规范 , 

能够预测眼睛效应的促进方向, 也能够检验眼睛

效应的稳定性。而若未进行操纵检验, 其结论未

必准确。 

除了上述有干预的研究忽视了对社会规范的

操纵检验, 部分无干预的研究也未经检验就将某

种行为规则作为社会规范, 其结论也未必准确。如

Nettle 等人(2013)在元分析研究中将“给出一些, 但

不要太多”作为独裁者博弈中的社会规范, Northover

等人(2017)也在元分析研究中将这种行为规则作

为独裁者博弈、公共物品博弈、社会折扣任务及

慈善捐赠中的社会规范。然而这种捐赠行为能否

作为社会规范, 备受争议。比如, 有研究发现在独

裁者博弈中 , 人们的动机可能是给观察者留下

“我追求公平”的印象, 这意味着在独裁者博弈中

“公平”可能才是感知规范 , 而未必是“给出一些 , 

但不要太多” (Andreoni & Bernheim, 2009)。 

因此, 感知规范差异可能是眼睛效应备受争

议的原因之一。但如何评估感知规范？Kawamura

和 Kusumi (2017)提出使用操纵检验的方法测量

感知规范 , 但这一方法难以在现有研究中使用 , 

原因有二。一是如上文所述 , 除 Kawamura 和

Kusumi (2017)的研究, 其他大部分有规范干预的

研究忽视了对社会规范的操纵检验, 因此无法获

得操纵检验数据 ; 二是在无规范干预的研究中 , 

大多并未操控社会规范, 而是直接观察眼睛效应

对行为的影响, 所以更不可能获得感知规范的操

纵检验数据, 因此需要寻找新的方法评估感知规

范。从这一视角出发, 本文将首先分析社会规范

与感知规范的关系, 结合规范错觉理论(normative 

misperception; 陈思静 等, 2021)将感知规范分类, 

然 后 根 据 创 新 扩 散 理 论 (innovation diffusion 

theory; Rogers, 2003)将人群分类, 分别分析眼睛

效应与感知规范的关系, 最后提出未来可能的研

究方向。 

2  感知规范的评估及分类分析方法 

社会规范与感知规范的关系是怎样的？社会

规范包括描述性规范(descriptive norms)和命令性

规范(injunctive norms), 描述性规范是大多数人

在某种情境下的行为表现, 命令性规范是大多数

人对某种行为的赞同或反对程度(Cialdini & Trost, 

1998)。无论是描述性规范还是命令性规范, 都同

时存在于集体和个人两个层面, 分别对应着集体

规范(collective norms)和感知规范(perceived norms) 

(Lapinski & Rimal, 2005; Perkins et al., 2019; 

Rimal & Lapinski, 2015)。集体规范又称实际规范

(actual norms), 指实际生活中群体层面上客观存

在的行为准则, 很少以文字形式来明确传达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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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Perkins et al., 1999; Perkins et al., 2020; Rimal 

& Lapinski, 2015)。感知规范是个体对实际规范的

主观理解和建构, 与实际规范之间往往存在偏差, 

这种偏差又称规范错觉。规范错觉可分为描述性

和命令性, 其中描述性规范错觉指人们对某一行

为普遍程度的错误估计, 命令性规范错觉指人们

误解了群体对某一行为的接受或赞同态度(陈思

静等, 2021; Perkins et al., 2019)。如美国高校学生

高估了其他学生酗酒及药物滥用的程度(Perkins 

et al., 1999), 乌干达村民低估了其他村民参与艾

滋病监测的程度(Perkins et al., 2018)。当偏差或错

觉存在时 , 对个体产生直接影响的是感知规范 , 

即感知规范是比实际规范更有效的行为准则

(Lapinski & Rimal, 2005; Perkins et al., 2019)。 

2.1  评估感知规范的新方法 

那么如何评估感知规范？社会奖励理论

(social reward theory)认为, 有效的行为规范需要

满足三个条件：容易观察、定义明确、不同个体

相互影响能达成共识(Burum et al., 2020)。所以我

们从观察性、明确性、共识性三个维度来评估感

知规范。观察性取决于行为的公开程度, 共识性

主要由宣传交流的程度决定。对于明确性, 规范性

社会行为理论(theory of normative social behavior) 

提出两种模糊情况, 第一种是对情境不熟悉导致

对行为规则不了解, 如刚到一个全新的工作环境; 

第二种指虽然对情境熟悉, 但对某种行为规则不熟

悉(Lapinski & Rimal, 2005), 如清官难断家务事。 

事实上 , 当满足有效行为规范的三个条件 , 

即明确性、观察性、共识性较高时, 个体不易错

估描述性规范和命令性规范, 即规范错觉较小。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可以从实际规范来估测人们

的感知规范。反之, 当不能满足这三个条件时, 规

范错觉较大, 此时难以从实际规范来估测感知规

范。因此, 本文按错觉大小将行为分为两类, 即错

觉较小和错觉较大时分别评估感知规范。下面首

先介绍规范错觉较小时感知规范的评估及分类分

析方法。 

2.2  规范错觉较小时感知规范的评估及分类分

析方法 

当规范错觉较小时, 个体不易错估某种行为

的普遍程度, 所以可以由实际规范来估测感知规

范。因此本研究以实际遵守亲社会规范的人口比

例来计算实际规范中的描述性规范, 即实际的亲

社会规范流行程度, 以此估测感知到的亲社会规

范流行程度(Nehme et al., 2016)。亲社会流行程度

不同时, 群体的心理特点不同(Rogers, 2003), 因

此 Goldenberg 等人(2001)提出可根据创新扩散理

论将流行程度划分为较低、中等偏低、较高三类, 

进行分类分析。 

创新扩散理论是指创新扩散通过一段时间 , 

经由特定渠道, 在某一社会团体成员中传播的过

程。其中, 创新是指被采用者视为全新的方法、

行为或物体, 如饮用开水、公共场所禁烟、不乱

丢垃圾、节省能源、使用新产品等(Rogers, 2003)。

创新扩散理论已被广泛应用于亲社会领域(Brown, 

1992; Collins & Zoch, 2001; Darley & Beniger, 

1981; Dearing et al., 1996; Ozaki, 2011; Puska et al., 

1986)。因此, 本文将结合创新扩散理论对亲社会

规范流行程度进行划分。 

创新扩散理论提出, 在同一社会系统中, 不

同个体采纳创新的速度不同, 按采纳顺序可分为

创新者、早期采纳者、早期大众、晚期大众、落

后者。创新者是最早采纳创新的人, 对创新有浓

厚的兴趣, 在所有采纳者中占比约 2.5%; 早期采

纳者是随后采纳的人, 是受人尊敬的观念引领者, 

占比约 13.5%; 早期大众会谨慎地跟随潮流, 占

比约 34%; 晚期大众只有大多数成员都采纳创新

后才会跟随, 占比约 34%; 落后者是最后采纳创

新的人, 占比约 16% (Bhattacharya & Singh, 2019; 

Rogers, 2003)。在亲社会规范的扩散过程中, 创新

者实施后累计人口占比 2.5%, 早期采纳者实施后

累计占比 16%, 早期大众实施后累计占比 50%, 

晚期大众实施后累计占比 84%, 落后者实施后累

计占比 100%。 

在现有眼睛效应研究中, 实施亲社会行为的

人口比例差别较大, 最高为 84.9% (Bolton et al., 

2015), 最低仅为 3.9% (Panagopoulos, 2014a)。即

在不同研究中, 使用眼睛线索进行干预时, 亲社

会行为的扩散阶段是不同的。84.9%的人口比例可

能表明, 创新者、早期采纳者、早期大众和晚期

大众都实施了亲社会行为, 潜在采用群体是落后

者(16%)。同样, 3.9%的人口比例表明, 此时实施

亲社会行为的可能仅包括创新者和少数早期采纳

者, 潜在采用群体主要是早期采纳者和部分早期

大众, 而非晚期大众和落后者。由此可见, 表面上

类似的眼睛效应研究, 实则会因为亲社会行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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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散阶段不同, 导致眼睛线索所能影响的群体不

同, 以及群体受人际影响的特点不同, 从而得出

不一致的结果。 

因此, 为了进一步探索影响眼睛效应稳定性

的因素, 本研究参照 Goldenberg 等人(2001)的划

分标准, 以 16%、50%为分界线, 将描述性规范的

流行程度划分为低、中等偏低、高三类, 再分类

分析。比如, 针对医护人员洗手这一社会规范, 不

同医院中流行程度相差较大(Beyfus et al., 2016; 

Gaube et al., 2018; King et al., 2016; Stella et al., 

2019; Yang et al., 2021)。当医院 A 洗手率为 15%

时 , 我们界定该规范(洗手)的流行程度较低 ; 当

医院 B 洗手率为 40%时, 规范流行程度中等偏低; 

当医院 C 洗手率为 84.9%时, 规范的流行程度较

高。另外, 由于反社会行为是指违反主流社会规

范的行为(林崇德 等, 2003), 因此对于偷盗、乱丢

垃圾等反社会行为, 按不参与反社会行为的人口

比例进行反向计算 , 估算遵守亲社会规范 (不偷

盗、不乱丢垃圾)的人口比例。在计算出实际规范

中的描述性规范后, 因规范错觉较小, 实际规范

与感知规范较为一致, 以此标准评估感知规范中

的描述性规范。 

以上介绍了规范错觉较小时感知规范的评估

及分类分析方法, 下面介绍规范错觉较大时的感

知规范的评估及分类方法。 

2.3  规范错觉较大时感知规范的评估及分类分

析方法 

当可观察性低、明确性弱、共识性差时, 规

范错觉较大, 比如匿名捐赠、匿名付费、贿赂、

不诚实、逃票、匿名环保等行为。产生较大规范

错觉的原因可能有以下两点：与消极信息相比 , 

人们更不相信积极信息, 因此难以形成明确共识

(Park & Lee, 2009)。此外, 一些行为因不常见而难

以形成共识, 也形成了较大的规范错觉。 

当规范错觉较大时, 以实际规范来评估感知

规范的方法不再适用。而在现有研究中, 较少直

接测量感知规范, 因此需要寻找新方法来评估感

知规范。其中规范性信息干预是影响感知规范的

有效方法(陈思静 等, 2021), 且当规范错觉较大

时, 人们更容易受规范性信息干预影响(Lapinski 

& Rimal, 2005), 因此我们以是否进行规范干预对

感知规范进行分类。另外, 根据穆罕默德阿里效

应(muhammad ali effect; Allison et al., 1989), 人们

普遍认为自己比他人更道德, 也会低估他人的亲

社会水平, 比如低估他人答应自己请求的概率(尚

雪松 等, 2021; Flynn & Lake, 2008), 低估他人分

配给自己的金额(Fetchenhauer & Dunning, 2010), 

低估他人的可信度(Van Lange, 2015)等。因此, 本

文中的规范错觉主要是指对亲社会的低估。 

2.4  针对个体易感程度的感知规范评估分类分

析方法 

此外, 一些研究发现, 眼睛效应总是可以促

进部分群体的亲社会行为。我们认为, 这可能与

个体对感知规范的易感程度有关。当个体易感程

度较高时, 较容易受感知规范影响, 反之则不易

被影响(Francey & Bergmüller, 2012; Huang et al., 

2015; Pfattheicher, 2015; Pfattheicher & Keller, 2015; 

Zuo et al., 2018)。因此我们将个体分为易感和不易

感两类, 分析眼睛效应对不同个体的影响。其中易

感特质包括高预防定向(prevention focus)、高公共

自我意识(chronic public self-awareness)、高水平集

体主义取向(horizontal collectivism)等, 我们将在

后文中进行详细介绍。 

基于此, 本文主要针对不同规范错觉的行为

及不同易感程度的个体, 从感知规范的视角探索

眼睛效应, 需要估测亲社会规范流行程度不同时

的感知规范。所有纳入的研究均与亲社会或反社

会行为有关, 且可由行为的流行程度或研究者是

否对规范进行干预来估测感知规范。我们暂时未

纳入部分研究, 包括道德评价、减肥饮食和社会

偏好(social preferences)的实验室研究。因为道德

评价研究测量态度而非行为, 减肥饮食研究较少

涉及亲社会性(Bittner & Kulesz, 2015)。社会偏好

指行为主体关注他人收益或行为的倾向, 主要表

现在合作、互惠及利他行为上(邓颖 等, 2016)。社

会偏好的实验室研究, 主要包括独裁者、最终通牒、

信任、公共物品和破坏之乐 (joy of destruction 

mini-game)等博弈研究 , 通常被试不知道其他相

似角色被试的选择(Nettle et al., 2013; Oda et al., 

2011), 因此被试难以获得感知规范。不过, 其中

有部分研究采用了多轮博弈 , 如在 Burnham 和

Hare (2007) 的研究中, 被试可以从 6 轮公共物品

博弈中获得感知规范, 因此可以纳入分类。另外, 

在社会偏好的实验室研究中, 研究者尚未对社会

规范进行操纵检验以观察眼睛效应。因此 , 除

Burnham和 Hare (2007) 的研究外, 本文未将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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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偏好研究中的实验室研究纳入分类。 

3  眼睛效应与感知规范的关系 

3.1  规范错觉较小的行为中的眼睛效应与感知

规范 

我们首先将现有研究中规范错觉较小的行为

区分出来, 然后按照创新扩散理论中的分类分析

方法(Goldenberg et al., 2001; Rogers, 2003), 分别

介绍亲社会规范流行程度较高、中等偏低和较低

时的眼睛效应。 

3.1.1  感知亲社会规范流行程度较高时的眼睛效应 

当感知亲社会规范流行程度较高时, 眼睛效

应比较稳定。如表 1 所示, 公共场所不乱扔垃圾、

不在公园飙车、不开过量的血常规化验单、遛狗

要捡屎、反对偷盗、卫生习惯较好的机构中便后

洗手及医护人员洗手都属于明确性、观察性及共

识性较高的行为规则(Bateson et al., 2013; Bateson 

et al., 2015; Bolton et al., 2015; Boulet et al., 2020; 

Burnham & Hare., 2007; Dear, 2018; Ernest-Jones 

et al., 2011; Keep Britain Tidy, 2014; Nettle et al., 

2012; Pfattheicher et al., 2018; Stella et al., 2019;  

 

Yang et al., 2021)。其中偷盗行为虽难以直接观察, 

但不偷盗的行为(如付费购买)是非常普遍易观察

的。在表 1 中, 遵守亲社会规范(实施亲社会行为及

不参与反社会行为)的被试比例高于 50%, 亲社会规

范流行程度较高。由于规范错觉较小, 所以亲社

会规范的流行程度在感知层面上与实际层面上较

为接近, 即人们感知到的亲社会规范流行程度也

较高。此时眼睛线索减少了乱丢垃圾、偷盗、遛狗

不捡屎等现象, 也促进了人们的捐赠和洗手行为。 

在针对乱丢垃圾(Bateson et al., 2013; Bateson 

et al., 2015; Dear, 2018; Ernest-Jones et al., 2011)、

偷盗(Nettle et al., 2012; Dear, 2018)、飙车(Dear, 

2018)、遛狗不捡屎(Keep Britain Tidy, 2014)等反

社会行为的研究中, 眼睛效应比较稳定。仅在针

对公园飙车现象的研究中, 眼睛效应未能减少飙

车行为, 研究者认为这可能是由于不合理的测量

方式造成的(Dear, 2018)。研究使用警察局收到的

报警电话数量来记录飙车行为, 在张贴眼睛海报

后, 报警电话数量没有显著变化, 但是公园管理

部门观察到的飙车行为从每周出现至少 5 次降至

几乎不再出现, 所以未发现眼睛效应的原因可能 

表 1  感知亲社会规范流行程度较高时的眼睛效应 

研究 因变量 实际规范 结果 

Bateson et al. (2013) 不乱丢垃圾 72.9%的被试不乱丢垃圾 周围人多时更不乱丢垃圾

Bateson et al. (2015)    

实验一 不乱丢垃圾 84.4%的被试不乱丢垃圾 更不乱丢垃圾 

实验二 不乱丢垃圾 83.3%的被试不乱丢垃圾 周围人少时更不乱丢 

垃圾, 人多时反而乱丢 

Bolton et al. (2015) 医护洗手率 洗手率 84.9% 无效果 

Boulet et al. (2020) 医生开过量的血常规化验单 不过量比例 66.7% 无效果 

Burnham & Hare (2007) 公共池捐赠 几乎全部捐赠, 均值 41.7%~52.5% 提高捐赠额 

Dear (2018)    

医院 不偷自行车 大部分人不偷自行车 降低偷盗行为 

商店 不偷窃 大部分人不偷窃 降低偷盗行为 

公园 不飙车 大部分人不飙车 无效果 

路边 不乱丢垃圾 大部分人不乱丢垃圾 更不乱丢垃圾 

Ernest-Jones et al. (2011) 不乱丢垃圾 73.6%的餐桌不乱丢垃圾 更不乱丢垃圾 

Keep Britain Tidy (2014) 遛狗捡屎 大部分人遛狗捡屎 促进遛狗捡屎行为 

Nettle et al. (2012) 偷自行车 校园一年共 39 次偷自行车现象 降低偷盗行为 

Pfattheicher et al. (2018) 便后洗手率 洗手率 71.9% 提高 

Stella et al. (2019) 医护洗手率 洗手率 70% 无效果 

Yang et al. (2021) 医护洗手率 洗手率 69.4% 部分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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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选择的测量方式不恰当(Dear, 2018)。因此, 当

感知亲社会规范流行程度较高时, 眼睛效应能够

稳定地降低反社会行为, 即促使人们遵守亲社会

感知规范。 

在促使医生少开血常规化验单的研究中 , 

Boulet 等人(2020)未发现眼睛效应, 其原因可能

和医院同时实施了其他措施有关。事实上, 因为

其他措施的影响, 在实验前后, 控制组医生开出

的血常规化验单数量显著减少, 眼睛线索难以进

一步强化其他措施的影响(Boulet et al., 2020)。与

之类似, 一些研究发现, 眼睛线索几乎无法促进

医护人员洗手, 其原因可能是这些研究中医护人

员已经接受了多种助推或监管措施 (Bolton et al., 

2015), 比如医院已经提前几个月安装了摄像头监

控洗手行为(Yang et al., 2021), 或者实施了电子

监控和反馈结合的措施等 (Stella et al., 2019)。

Stella 等人(2019)认为, 假若被试已经被其他措施

影响, 而研究者尝试使用眼睛线索进一步强化影

响, 可能存在天花板效应。值得注意的是, 与成人

眼睛图片不同, 儿童眼睛图片的使用显著促进了

医护人员洗手(Yang et al., 2021)。这意味着, 尽管

已经使用了多种助推措施, 探索使用不同类型的

眼睛图片仍然可能进一步促进人们遵守亲社会化

感知规范。 

另外, 感知亲社会规范流行程度较高时, 即

使研究者操控了冲突性的社会规范, 眼睛效应仍

然促使人们遵守亲社会感知规范。例如, Bateson

等人(2013)操控了乱扔垃圾和不乱扔垃圾两种规

范水平, 但无论是在哪种水平下, 当周围人数较

多时 , 眼睛效应都显著减少了乱扔垃圾现象。

Bateson 等人(2013)将这种结果理解为眼睛效应促

进亲社会行为而不是遵守社会规范, 但这可能是

不准确的。在无眼睛线索以及不乱扔垃圾的控制

条件下, 仅有 20%的被试乱扔垃圾, 这说明实际

规范是大多数人不乱扔垃圾。而在乱扔垃圾的条

件下 , 无眼睛线索时也仅有 32%的被试乱扔垃

圾。这意味着, 尽管研究者操控了乱扔垃圾的社

会规范, 但亲社会规范的流行程度较高, 即被试

可能在长期的生活经验中已经获得了多数人不乱

扔垃圾的感知规范, 即使与研究者操控的乱扔垃

圾的社会规范相互冲突, 被试也倾向于不乱扔垃

圾。所以, Bateson 等人(2013)可能忽视了人们的感

知规范, 当感知亲社会规范流行程度较高时, 遵

守亲社会感知规范与实施亲社会行为是一致的 , 

眼睛效应可能促使人们遵守亲社会感知规范。 

因此, 针对规范错觉较小的行为, 当感知亲

社会规范流行程度较高时, 如果没有其他助推措

施的先行影响, 眼睛线索能够较为稳定地促使人

们遵守亲社会感知规范。根据创新扩散理论, 当

感知亲社会规范流行程度较高时, 创新者、早期

采纳者和早期大众已经实施了亲社会行为, 潜在

采用群体可能为晚期大众和落后者, 而这两类群

体的决策受社会规范影响较大, 感知到的亲社会

行为流行程度越高, 就越有可能受其影响(Rogers, 

2003; Xiong et al., 2016 ), 而眼睛效应可能加强了

感知规范, 从而促进人们遵守亲社会感知规范。

但是如果已经使用了多种措施来助推亲社会行为, 

那么根据创新扩散理论分析, 很难达到 100%扩

散 , 此时落后者可能也已经实施了亲社会行为 , 

扩散过程已经结束, 眼睛效应也难以促进人们遵

守亲社会感知规范。 

3.1.2  感知亲社会规范流行程度中等偏低时的眼

睛效应 

然而当规范错觉较小(即流行程度在实际层

面与感知层面较为一致), 感知亲社会规范流行程

度中等偏低时, 眼睛效应不稳定。在表 2 中, 针对

使用健身器材后清洁、投票、卫生习惯一般的机

构(由研究数据中的洗手率确定), 便后洗手及医

护人员洗手等行为, 遵守亲社会规范的被试比例

在 16%~50%之间(Beyfus et al., 2016; Blackwell et 

al., 2018; Matland & Murray, 2016; Mobekk et al., 

2020; Panagopoulos, 2014b), 流行程度中等偏低。

在一些研究中, 眼睛效应显著促进了人们的亲社

会行为(Beyfus et al., 2016; Mobekk et al., 2020; 

Panagopoulos, 2014b); 而在另一些研究中, 未发

现眼睛效应 (Blackwell et al., 2018; Matland & 

Murray, 2016)。在促进市民投票的研究中, 即使在

眼睛图片上添加命令性规范信息“履行你的公民

义 务 , 投 票 吧 !”, 效 果 仍 不 稳 定 (Matland & 

Murray, 2016; Panagopoulos, 2014b)。所以对规范

错觉较小的行为来说, 当感知亲社会规范流行程

度中等偏低时, 眼睛效应不稳定, 即使结合了命

令性规范, 可能也难以稳定地影响行为。 

对此根据创新扩散理论分析, 当亲社会规范

流行程度中等偏低时, 创新者与早期采纳者已经

实施了亲社会行为, 此时潜在采用群体是早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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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感知亲社会规范流行程度中等偏低时的眼睛效应 

研究 因变量 实际规范 干预 结果 

Beyfus et al. (2016) 医护洗手率 洗手率约 40% 无 提高 

Blackwell et al. (2018) 便后洗手率 洗手率 43.5% 无 无效果 

Matland & Murray (2016)     

弗吉尼亚农村 投票率 投票率 44.23% 命令性规范 无效果 

明尼亚波利斯市 投票率 投票率 41.56% 命令性规范 无效果 

托莱多市 投票率 投票率 37.47% 命令性规范 无效果 

米德兰市 投票率 投票率 25.77% 命令性规范 提高 

埃尔帕索市 投票率 投票率 16.49% 命令性规范 无效果 

Mobekk et al. (2020)     

中心 1 使用健身器材后清洁 清洁率 45%~55% 无 提高 

中心 2 使用健身器材后清洁 清洁率 39%~41% 无 提高 

Panagopoulos (2014b) 投票率 投票率 22.3%~24.7% 命令性规范 提高 

 

众、晚期大众和落后者。与创新者、早期采纳者

相比, 早期大众的特点是谨慎地跟随潮流 , 晚期

大众只有在大多数人都改变行为后才会改变行为, 

落后者则是持怀疑、抵抗态度, 最后才会改变行

为 , 这三类群体的决策受社会规范影响更多

(Rogers, 2003; Xiong et al., 2016)。因为群体感知

到的亲社会规范流行程度低于 50%, 晚期大众及

落后者改变行为的动机可能不足, 所以眼睛效应

并不稳定, 即使与命令性规范信息结合, 其对行

为的影响仍然不稳定。事实上, 当流行程度中等

偏低时 , 创新扩散容易出现鞍点现象 (saddle 

pattern), 即创新的早期与后期两个波峰之间存在

一个波谷, 其原因可能是早期用户的意见没有及

时、充分地传达给后期用户 (Goldenberg et al., 

2002)。所以当感知亲社会规范流行程度中等偏低

时, 眼睛效应不稳定。 

然而, 因为早期采纳者的意见对早期大众的

影响较大(Rogers, 2003; Xiong et al., 2016 ), 所以

结合动态规范(dynamic norms, 随着时间变化而

发生的群体行为变化; Sparkman & Walton, 2017), 

传播早期采纳者的意见, 可能会提高眼睛效应的

稳定性, 但还需要进一步探索验证。 

3.1.3  感知亲社会规范流行程度较低时的眼睛效应 

当规范错觉较小, 感知亲社会规范流行程度

较低时, 眼睛线索在无规范干预时无效果, 但结

合命令性规范干预后能够促进亲社会行为。如表

3 所示 , 这些研究中亲社会规范流行程度较低 , 

控制组遵守亲社会规范的被试比例低于 16%。例

如 , 被试在无人报亭匿名购买 , 普遍不付费

(Brudermann et al., 2015); 大部分欧美国家的年

轻人极少参与献血, 如 2014 年法国仅有 6%的年

轻人参与献血(Sénémeaud et al., 2017); 或者某些

医院卫生习惯较差, 洗手人员不足 16% (Gaube et 

al., 2018; King et al., 2016)。  

 
表 3  感知亲社会规范流行程度较低时的眼睛效应 

研究 因变量 控制组实际规范 干预 结果 

Brudermann et al. (2015) 匿名购买自觉付费 普遍不付费 无/描述性规范 无效果 

Gaube et al. (2018) 医护和病人洗手率 洗手率 5.3%~5.5% 无 无效果 

命令性规范 提高 

King et al. (2016) 医护洗手率 洗手率 15% 命令性规范 部分提高 

Panagopoulos (2014a) 投票率 投票率 3.9% 命令性规范 提高 

Sénémeaud et al. (2017) 献血率 献血率 6.75%  命令性规范 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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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当感知亲社会规范的流行程度较低时, 

眼睛线索难以促进亲社会行为, 如无法降低匿名

购买不付费这种反社会行为 (Brudermann et al., 

2015)。此时研究者通常会进行规范性信息干预, 

规范性信息干预通过披露描述性规范信息来改变

个体的规范错觉, 或强调命令性规范来改变规范

错觉与行为间的关系, 才可能会改变及影响人们

的感知和行为, 从而促进人们遵守亲社会感知规

范的可能 (陈思静  等 , 2021; Sénémeaud et al., 

2017)。 

但是, 虚假的描述性规范(如宣称大部分人都

为报纸付费)难以取信于被试, 眼睛效应较弱。如

在匿名付费的研究中 , 研究者使用“大部分人都

为报纸付费”的虚假信息进行了亲社会描述性规

范干预, 但无法改变人们“大部分人都不付费”的

既有感知, 故未发现眼睛效应(Brudermann et al., 

2015)。与描述性规范不同, 眼睛线索结合命令性

规范干预可以促进亲社会行为 , 如参与投票

(Panagopoulos, 2014a)、献血 (Sénémeaud et al., 

2017)及洗手(Gaube et al., 2018; King et al., 2016)。  

综上, 根据创新扩散理论, 当亲社会规范流

行程度较低时 , 创新者已经实施了亲社会行为 , 

潜在采用群体是早期采纳者。早期采纳者的特点

是受人尊敬的观念引领者, 相对于其他群体, 早

期采纳者更重视他人的期望, 重视自身的社会影

响力和社会地位(Rogers, 2003), 更重视命令性规

范(李智慧 等, 2019)。因此当进行命令性规范干

预时, 眼睛效应能够比较稳定地促进早期采纳者

的亲社会行为。此外 , 根据规范焦点理论 (the 

focus theory of normative conduct), 当描述性规范

的亲社会规范流行程度较低时, 如果引导人们聚

焦亲社会命令性规范, 可以促使人们做出亲社会

行为(Cialdini et al., 1990)。 

3.2  规范错觉较大的行为中的眼睛效应与感知

规范 

以上分析了规范错觉较小时, 眼睛效应与感

知规范的关系, 下面将介绍规范错觉较大(即行为

流行程度在实际与感知层面相差较大)时, 眼睛效

应与感知规范的关系。我们将规范错觉较大的研

究分为两类, 分别为：有规范干预时的眼睛效应、

无规范干预时的眼睛效应。 

3.2.1  有规范干预时的眼睛效应 

如表 4 所示, 当进行规范干预, 促使个体获得

明确的亲社会感知规范时, 眼睛效应比较稳定。 

 
表 4  有规范干预时的眼睛效应 

研究 因变量 实际规范 干预 结果 

Ayal et al. (2021)     

实验一 wave1 逃票 逃票率 9.97% 无 无效果 

逃票率 6.27% 高描述性 降低逃票行为 

实验一 wave2 逃票 逃票率 9.1% 无 无效果 

逃票率 9.8% 高描述性 降低逃票行为 

Fathi et al. (2014) 捐赠钱 捐赠率 54%, 均值 6.6% 高描述性 提高捐赠额 

低描述性 提高捐赠额 

Kawamura & Kusumi (2017)     

实验一 捐赠钱 / 高描述性 增加捐赠金额 

低描述性 无效果 

实验二 捐赠劳动 / 高描述性 无效果 

低描述性 无效果 

Meleady et al. (2017)     

实验一 响应环保号召,  

短暂停车时熄火 

响应率 26.8% 无 无效果 

实验二 响应率 20% 命令性 提高响应率 

Oda & Ichihashi (2016) 捐赠 捐赠率<7%, 均值 0.012 美元 高描述性 提高捐赠额 

捐赠率<6%, 均值 0.009 美元 低描述性 提高捐赠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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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 司机是否愿为响应环保号召而在短暂

停车时熄火？这种行为难以观察。在呼吁司机候

车时熄火的研究中, 仅仅在路口标牌上设置眼睛

图片时, 未发现眼睛效应, 但在标牌上增加“候车

时请熄火”的高亲社会命令性规范信息后 , 眼睛

线索才促进了司机的环保行为 (Meleady et al., 

2017)。 

Ayal 等人(2021)考察逃票行为, 仅设置眼睛

图片的海报时, 不会降低当地的逃票行为。但是, 

在眼睛海报上添加了“我们在看着你, 90%的人不

会逃票！”的规范性干预信息后, 人们获得了高亲

社会感知规范, 眼睛线索才显著降低了逃票行为

(Ayal et al., 2021)。 

而 Fathi 等人 (2014)以及 Oda 和 Ichihashi 

(2016)的研究中 , 无论研究者怎样干预 , 眼睛效

应都能够促进亲社会行为。对此, Kawamura 和

Kusumi (2017)认为, Fathi 等人(2014)未做社会规

范的操纵检验, 且不同社会规范水平间差异可能

过小。事实上 , Fathi 等人 (2014)以及 Oda 和

Ichihashi (2016)的研究中, 都通过在透明的容器

中放置数量相同但面值不同的硬币, 来设置高、

低两种捐赠规范信息干预(如：56.5 英镑 VS. 25.5

英镑 ), 以观察人们在不同捐赠规范下的捐赠行

为。结果发现, 高低两种捐赠规范干预下的捐赠

差异较小。Kawamura 和 Kusumi (2017)认为, 这

两个研究的被试有可能未能识别高、低两种亲社

会规范信息的差异, 即 56.5 英镑和 25.5 英镑的差

异, 两组被试都获得了亲社会感知规范, 从而出

现了稳定的眼睛效应, 即不管信息如何干预, 眼

睛效应都促进了捐赠行为。 

Kawamura 和 Kusumi (2017)引导被试向公益

组织捐赠, 操控了高、低两种亲社会描述性规范, 

并测量了感知规范。在实验一中, 仅在被试获得

高亲社会感知规范时(认为其他人平均捐赠 30%

的被试费), 眼睛线索才会促进个体遵守这种规范, 

捐赠更多的被试费。而当被试获得了低亲社会感

知规范时(认为其他人平均捐赠 3%的被试费), 眼

睛线索无效。这说明当被试获得高亲社会感知规

范时, 眼睛线索才会促进个体遵守感知规范。但

实验二的结果与此不同, 在实验二中, 研究者不

再要求被试捐赠被试费, 而是告诉被试可以自愿

参与打字任务 , 主试将根据被试的完成量来向

NGO 捐赠。此时无论被试获得高或低亲社会的感

知规范(认为所有被试为了捐赠平均完成了 68%

或 25%的打字任务), 被试都较愿意参与打字任务, 

但没有发现眼睛效应。Kawamura 和 Kusumi (2017)

认为, 当亲社会行为的成本较低时, 感知规范本

身就足够影响行为, 此时再提供眼睛线索则出现

了天花板效应; 随着行为成本提高、感知规范的

影响不足以改变行为时, 眼睛效应才得以凸显。

以上研究结果说明, 当操控规范干预使个体获得明

确的亲社会感知规范时, 眼睛效应是相对稳健的。 

3.2.2  无规范干预时的眼睛效应 

如表 5 所示 , 当规范错觉较大且无干预时 , 

在大部分研究中 , 眼睛效应不稳定 (钟毅平  等 , 

2019; Cai et al., 2015; Carbon & Hesslinger, 2011; 

Lennon et al., 2017; Manesi & Pollet, 2017; Manesi 

et al., 2019; Mol et al., 2020; Petisca et al., 2020; 

Pfattheicher et al., 2019; Saunders et al., 2016)。 

仅少数研究发现眼睛效应, 但其中也存在争

议。如 Carbon 和 Hesslinger (2011)认为 Batson 等

人 (2006) 在匿名付费的研究中虽然验证了眼睛

效应, 但数据分析方法不够严格(没有遵循一般线

性回归的假设前提), 使用非参数检验重新分析后, 

发现研究中眼睛效应不显著或仅为边缘显著。另

外, 在匿名捐赠的研究中, Ekström (2012)认为虽

然其本人和 Powell 等人(2012)发现了眼睛效应, 

但原因可能是基线水平极低。事实上, 在匿名捐

赠的研究中, 大部分未发现眼睛效应或仅为边缘

显著; 少数发现眼睛效应的研究中, 受影响而实

施亲社会行为的人口比例往往不到 10% (Ekström, 

2012; Kelsey, et al., 2018; Powell et al., 2012)。 

针对匿名捐赠中眼睛效应可能仅能影响极少

数人这一现象, 根据创新扩散理论, 当亲社会规

范流行程度较低时, 潜在采用群体是创新者及早

期 采 纳 者 ,  而 创 新 者 往 往 更 注 重 个 人 主 义

(MacKinnon, 1962), 基于内在动机决定是否采纳

创新(李西营  等 , 2014), 不愿恪守规则(张洪家 

等, 2018), 受社会规范的影响较小(Rogers, 2003; 

Van den Bulte & Joshi, 2007), 所以对其影响较大

的可能是个人规范。聚焦于个人规范, 能够激活

个人规范, 从而促使个体遵守个人规范(Kallgren 

et al., 2000 ), 因此眼睛线索可能激活亲社会创新

者的个人规范(Kallgren et al., 2000), 从而促使其

实施亲社会行为。部分研究支持这一结论, 如眼

睛线索仅提高了亲社会取向个体的合作行为(L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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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无规范干预时的眼睛效应 

研究 因变量 实际规范 结果 

Bateson et al. (2006) 匿名付费 平均为每升牛奶付 0.051 英镑 提高 

Cai et al. (2015)    

实验一 利己不诚实 控制组 47.7%的人不诚实 无效果 

实验二 利己不诚实 / 无效果 

Carbon & Hesslinger (2011) 帮助缺课同学、资助失业邻居、报复流

氓、帮助被恐吓的少年等行为意愿 

/ 无效果 

Ekström (2012) 匿名捐赠 捐赠率 11%, 均值为回收费 6% 周围人少时提高

Kelsey et al. (2018) 匿名捐赠 控制组捐赠均值 0.008 提高 

Lennon et al. (2017) 匿名捐赠 / 无效果 

Manesi et al. (2019) 匿名捐赠 捐赠率 30% 无效果 

Manesi & Pollet (2017)    

实验一 帮丢信者寄信 45%寄回 无效果 

实验二 帮丢信者寄信 65%寄回 无效果 

实验三 帮丢信者寄信 56.66%寄回 无效果 

Mol et al. (2020) 利己不诚实 不诚实率约 60% 无效果 

Oda et al. (2015) 利他不诚实 平均谎报 7.5%的金额 降低 

Petisca et al. (2020) 利己不诚实 普遍不诚实 无效果 

Pfattheicher et al. (2019)    

实验一 利己不诚实 不诚实率 45.8% 无效果 

实验二 利己不诚实 不诚实率 32.4% 无效果 

Powell et al. (2012) 匿名捐赠 控制组捐赠均值 0.005 英镑 提高 

Saunders et al. (2016) 匿名捐赠 捐赠率 48%, 均值 17.5% 无效果 

钟毅平 等. (2019)    

预实验 帮助意愿 / 无效果 

实验一 匿名捐赠 捐赠率 80% 无效果 

实验二 匿名捐赠 捐赠率 60%, 均值为被试费的 22% 边缘显著提高 

周相群 等. (2018) 利己不诚实 / 降低 

 

et al., 2016), 但有研究发现眼睛线索未显著影响

亲社会取向的个体(Fehr & Schneider, 2010; Manesi 

et al., 2019; Pfattheicher et al., 2019; Petisca et al., 

2020)。这种不稳定可能和创新者所占人口比例较

低有关, 在基线水平较低时(仅有极少人实施亲社

会行为), 才能观察到显著变化。 

与匿名捐赠类似, 大部分针对利己不诚实行

为的研究也未发现眼睛效应。但是, 周相群等人

(2018)发现了眼睛效应 , 可能是因为改进了眼睛

线索的呈现方式, 将任务休息时段呈现改为伴随

着任务同时呈现眼睛图片。伴随任务的呈现方式

可能强化了注视强度, 增加了眼睛效应。与利己

不诚实行为不同, Oda 等人(2015)发现人们会受眼

睛效应影响而降低利他不诚实行为。即被试如果

谎报自己掷出的骰子数目, 主试就会为慈善机构

捐出更多金额, 结果发现眼睛线索促使被试更加

诚实, 更不愿意通过谎报来为慈善机构筹到更多

捐款。Oda 等人(2015)认为, 之所以眼睛效应对利

己和利他的影响不同, 是因为在利他不诚实情境

下, 眼睛线索促使人们更追求社会认可, 从而更

担心违背社会规范; 而利己不诚实缺乏社会互动, 

行为动机以自我认可为主, 而非社会认可, 所以

眼睛线索难以降低利己不诚实。 

因此, 当规范错觉较大且无规范干预时, 眼

睛效应难以在整体上促进亲社会行为。不过, 对社

会规范敏感的人群, 更容易受规范影响(Neighb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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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 al., 2006)。与之类似, 对感知规范敏感的人群

(以下简称易感人群), 也容易受眼睛效应的影响。 

3.3  眼睛效应对易感程度不同的群体的影响 

如表 6 所示, 当个体对社会规范敏感时, 眼

睛效应比较稳定。比如, 在考察眼睛效应是否促

使人们帮助捡拾垃圾时, 眼睛线索无法促进更多

人参与, 仅对愿意遵守环保社会规范要求的个体

有效 , 促使这类群体参与环保行为 (Francey & 

Bergmüller, 2012)。哪些群体会对社会规范敏感, 

易受眼睛效应影响而实施亲社会行为？研究表明, 

是高预防定向、高公共自我意识、高水平集体主

义取向、高流动性群体等(Francey & Bergmüller, 

2012; Huang et al., 2015; Pfattheicher, 2015; 

Pfattheicher & Keller, 2015; Zuo et al., 2018 ), 下

面将详细分析。 

首先, 眼睛效应能促使高预防定向个体实施

亲社会行为。Keller 和 Pfattheicher (2011)在引导

被试向环保公益组织捐赠被试费的研究中, 先让

被试阅读气候变暖危害的知识信息, 然后请其捐

款。结果发现, 眼睛线索显著提高了整体的捐赠

额度, 然而进一步分析发现, 眼睛线索仅提高了

高预防定向个体的捐赠行为, 甚至降低了低预防

定向个体的捐赠。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高、低

预防定向个体对社会规范的重视程度不同(Keller 

& Pfattheicher, 2011) 。 根 据 调 节 定 向 理 论

(regulatory focus theory), 高预防定向个体思想和

行为的目标是责任、义务以避免消极结果, 低预

防定向个体则不太重视责任、义务等 (Higgins, 

1997; 姚琦, 乐国安, 2009)。因此, 高预防定向个

体对亲社会感知规范更敏感, 在眼睛线索下更倾

向做出亲社会行为; 反之, 低预防定向的个体则

不会因为眼睛线索而做出亲社会行为。 

眼睛线索也能提升高公共自我意识个体的捐

赠 额 , 但 对 低 公 共 自 我 意 识 的 个 体 无 效

(Pfattheicher, 2015)。高公共自我意识的个体更习

惯从他人角度看待自己, 关注自己在他人面前的

表 现 , 低 公 共 自 我 意 识 的 个 体 则 与 之 相 反

(Fenigstein et al., 1975) 。根据自我差异理论

(self-discrepancy theory, Higgins, 1987; Mor & 

Winquist, 2002), 高公共自我意识个体更在意别

人觉得自己应该做什么, 并愿意为此行动。所以

高公共自我意识个体对亲社会感知规范更敏感 , 

更容易受眼睛线索影响, 做出亲社会行为。 

另外, 相对于个人主义和垂直集体主义(vertical 

collectivism, 强调等级、竞争和内群体利益), 水

平集体主义取向(强调平等、和谐、社会性及合作) 

 
表 6  眼睛效应对易感程度不同的群体的影响 

研究 因变量 实际规范 被试特征 结果 

Francey & Bergmüller (2012) 将公共垃圾

投入垃圾桶 

30%的人响应 响应者(遵守 

环保规范) 

增加响应者的投入时间 

Huang et al. (2015)     

实验二 贿赂意愿 普遍贿赂意愿 集体主义取向 降低集体主义感高的人的贿赂意愿 

实验三 贿赂意愿 / 水平集体主义取向 降低水平集体主义感高的人的贿赂意愿

Keller & Pfattheicher (2011)     

实验一 捐赠 68.3% 的 人捐

赠, 均值 33%

预防定向 整体提高捐赠 , 更显著提高高预防定向

个体的捐赠 

实验二 捐赠 57.5% 的 人捐

赠, 均值 31%

预防定向 整体增加捐赠额, 更显著提高高预防定向

个体的捐赠, 降低低预防定向个体的捐赠

Pfattheicher (2015)     

实验二样本一 捐赠 均值一半左右 预防定向 显著增加高预防定向个体的捐赠额 , 显

著降低低预防定向个体的捐赠额 

Pfattheicher & Keller (2015)     

实验二 捐赠 均值 34.3% 公共自我意识 增加高公共自我意识个体的捐赠 

Zuo et al. (2018)     

实验三 利己不诚实 普遍不诚实 流动性(高/低)的人口 流动性高的人口减少, 流动性低的人口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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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个体在眼睛线索影响下会显著减少贿赂行为

(Huang et al., 2015)。水平集体主义比个人主义取

向的个体更重视社会规范, 比垂直集体主义取向

的个体更爱面子, 更重视群体和谐; 垂直集体主

义取向的被试则可能为了完成某种集体目标而采

用非常规的做法(Triandis & Gelfand, 1998)。眼睛

线索之所以对水平集体主义取向的个体有效, 可

能是眼睛线索引发了其评价焦虑, 该群体更重视

社会规范, 更关心别人对自己的评价, 从而发生

行为改变。但是, 个人主义及垂直集体主义取向

的个体 , 即使受眼睛线索影响引发了评价焦虑 , 

仍不会发生行为改变(Huang et al., 2015)。 

除了易感个体容易受眼睛效应影响外, 情境

干预也会启动部分群体受到眼睛效应影响。如

Zuo 等人(2018)启动了高/低流动性(居住地是否经

常变动), 眼睛线索促使高流动性个体减少了不诚

实行为, 但低流动性个体的不诚实行为增加了。

这可能是, 信息启动了高流动性个体担心被社会

规范惩罚, 所以降低了不诚实行为; 但启动了低

流动性的个体由声誉导向转变为社会规范导向 , 

原本为了获得声誉或信任而表现出诚实行为, 然

而, 当其行为被眼睛监控时, 反而感觉不被信任, 

为了表达对监控的抗议增加了不诚实行为 (Zuo 

et al., 2018)。 

综上, 易感人群容易受眼睛效应影响。与之

对应的是, 非易感人群不容易受眼睛效应影响。 

3.4  从感知规范的视角回答争议 

以上分析表明, 感知规范视角更能揭示眼睛

效应不稳定的原因。现有研究中眼睛效应存在四

种争议观点：“促使人们更亲社会”、“促使人们更

遵守社会规范”、“降低反社会行为”、“无效果”, 这

四种观点虽都有一定理论依据 , 但仍存在局限

性。例如：当感知亲社会规范流行程度较高时, 眼

睛效应既会“降低反社会行为”或者“促进亲社会

行为”, 也会“促进遵守社会规范”, 这三种观点是

一致的 ; 但当感知亲社会规范流行程度较低时 , 

眼睛效应不会影响不付费的反社会行为 , 即“无

效果” (Brudermann et al., 2015); 当规范错觉较大

且无规范干预时, 眼睛效应对逃票这种反社会行

为无效, 即“无效果” (Ayal et al., 2021), 对不诚实

行为也无效 (Cai et al., 2015; Mol et al., 2020; 

Petisca et al., 2020; Pfattheicher et al., 2019)。因此, 

若将以上四种争议观点从“不同感知规范条件下

的眼睛效应”的角度进行整合 , 能够更清晰理解

眼睛效应不稳定的原因(如图 1)。 

综上所述, 当规范错觉较小, 且感知亲社会

规范流行程度较高时, 眼睛效应可以较为稳定地 

 

 
 

图 1  眼睛效应与感知规范的关系框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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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亲社会行为”、“促进遵守社会规范”以及“降

低反社会行为”; 而当感知亲社会规范流行程度

中等偏低时, 眼睛效应不稳定, 即使结合命令性

规范干预, 也未必有效; 当感知亲社会规范流行

程度较低时, 眼睛效应难以促进亲社会行为, 但

如果结合命令性规范干预, 眼睛效应可以较为稳

定地促进亲社会行为。 

当规范错觉较大且无干预时, 眼睛线索难以

促进亲社会行为。而当规范错觉较大但有干预

时 , 眼睛效应比较稳定。此外, 在规范错觉较大

且没有规范干预时 , 易感人群更容易受眼睛效

应影响。 

4  结论、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从感知规范视角回顾和梳理了眼睛效

应的最新文献, 根据规范错觉将行为分为规范错

觉较小和较大两类, 并把规范错觉较小的行为以

感知亲社会规范流行程度为标准, 划分为高、中

等偏低、低三类; 把规范错觉较大的行为分为有、

无规范干预两类。根据创新扩散理论, 将群体分

为创新者、早期采纳者、早期大众、晚期大众、

落后者五类, 并结合不同类别下潜在采用群体的

特点, 分析了眼睛效应与感知规范的关系 , 解释

了眼睛效应不稳定的原因, 提出针对不同类别的

群体特点进行干预, 提高眼睛效应的稳定性。此

外, 本文通过将个体分为易感和不易感两类, 总

结发现当个体对社会规范较为敏感时, 眼睛效应

比较稳定。 

本综述仍存在一定局限性。第一, 鉴于纳入

综述的文献数量有限, 得出的结论在一些领域可

能不具有普适性。第二, 本研究主要从感知亲社

会规范的流行程度这一视角探索眼睛效应不稳定

的原因, 较少探讨实施亲社会行为的水平高低(如

捐赠数多少等)对眼睛效应的影响。第三, 本文只

针对创新者这一群体探索眼睛效应与个人规范的

关系。第四, 根据规范错觉及亲社会规范流行程

度, 分析眼睛效应对创新者的影响可能意义不大, 

因为创新者不易受社会规范的影响。本文推测 , 

创新者可能属于非易感群体 , 针对非易感群体 , 

可能需要细分个人规范等, 才能进一步确定眼睛

效应对此类群体的影响机制。第五, 本文从社会

规范视角, 分析了眼睛效应对易感群体的积极影

响, 较少从个人规范视角, 分析眼睛效应对非易

感人群的影响。最后, 对于规范错觉较大的行为, 

现有研究较少测量被试的感知规范, 因此本综述

只能按照规范干预是否存在进行分类 , 得出的

结论有一定的局限性。基于此, 未来的研究可以

从以下几个方面继续探索眼睛效应的稳定性及

其机制。 

第一, 在无规范信息干预时, 测量被试的感

知规范。在感知规范的基础上, 分析眼睛效应对

个体行为的影响, 验证眼睛效应与感知规范的关

系, 以提高眼睛效应的稳定性。 

第二, 在进行规范信息干预时, 重视对亲社

会规范流行程度的精准操控。仅操纵检验有效 , 

即使感知规范水平差异显著, 可能无法检验眼睛

效应对行为的影响。因为根据创新扩散理论, 若

感知规范的不同水平都位于同一个流行程度区间, 

眼睛效应无法显著影响行为。 

第三, 针对亲社会规范流行程度不同时的群

体特点, 探索眼睛效应与描述性规范、动态描述

性规范、命令性规范、动态命令性规范的关系。

其次, 眼睛效应还可结合亲社会行为的水平高低, 

探索亲社会水平与规范流行程度组合下的眼睛效

应。以往较少研究关注亲社会规范的流行程度 , 

当亲社会规范流行程度较低时, 眼睛效应可能激

活创新者的个人规范, 促进亲社会行为, 未来研

究可对此检验。 

第四, 针对眼睛效应对易感群体影响的研究, 

可以增加对个人规范的测量。对于非易感群体 , 

眼睛效应可能通过激活个人规范促进亲社会行

为。除预防定向、公共自我意识、水平集体主义感

以外, 可能还存在对感知规范敏感的相关心理特征, 

如场依存(field dependence)、受控动机(controlled 

motivation)等。未来研究应进一步验证。 

第五, 未来可探讨眼睛效应与其他行为规范

的结合。以往眼睛效应的研究重点关注促进亲社会

行为, 但根据创新扩散理论, 眼睛效应也可促进

其他行为规范的扩散, 如健康管理、安全规范等。 

总之, 已有研究对眼睛效应的探索已进入成

熟阶段。未来研究需要更精准的规范操控和人群

划分, 进一步探索眼睛效应的稳定性, 才能更好

地控制和应用眼睛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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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ability of the watching eyes effect and perceived norms:  
A new perspective 

SHI Huiying, TANG Jie, LIU Pingping 
(CAS Key Laboratory of Mental Health, Institute of Psychology, Beijing 100101, China)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Abstract: The watching eyes effect refers to a phenomenon that individual’s behavior changes in response 

to images of watching eyes. However, the robustness of watching eyes effect remains controversial. There 

are four main views related to the watching eyes effect: 1) promoting more pro-social; 2) promoting more 

compliance with social norms; 3) reducing anti-social behaviors; and 4) having no effect. Combining the 

normative misperception theory with the innovation diffusion theory, and taking the perspective of 

perceived norms, we review that when the prevalence of perceived prosocial norms is high, the watching 

eyes effect can not only “promote pro-social behaviors” or “promote more compliance with social norms”, 

but also “reduce anti-social behaviors”. However, when the prevalence of perceived prosocial norms is low, 

the watching eyes effect has no effect on some anti-social behaviors. When the normative misperception is 

high without normative intervention, the watching eyes effect has no impact on some anti-social behaviors. 

Therefore, the present review integrates four controversial views into the “watching eyes effect under 

different perceived norms”, which reveals the reasons for the robustness of the watching eyes effect, and 

provides a theoretical mechanism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 for future empirical research. 

Keywords: watching eyes effect, perceptions, social norms, normative misperception, diffusion of innov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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